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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镀锡铜器
及相关问题

曾 宇 杨 硕 李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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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n-coated bronze artifacts first appeared in the Xinan Yi region during the mid-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fl ourished during the Western Han period, and declined by the early Eastern Han period. 
Based on data from published metallurgical analyses, this study discerns that in the Xinan Yi and Ba and 
Shu regions, the hot-tinning technique was appli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in-coated bronze artifacts. Tinning 
technology emerged earliest in the Ba and Shu regions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and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within a distinctive, self-sufficient system, likely the direct source of tinning technology in the Xinan 
Yi region. The primary users of tin-coated bronze artifacts in this region were indigenous groups such as the 
Ranmang, Xi, Zuo, Dian, and Mimo peoples. The Shu people, who coexisted with the Xi, Zuo, and other 
groups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of southwestern Sichuan around Yingjing, were likely intermediaries who 
facilitated transmission of tin-coated bronze artifacts and disseminated tinning technology to the Xinan Yi 
region. This transmission route aligns closely with the Xiyi Route establish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镀锡是古代铜器表面的重要装饰工艺之

一，包括热镀法、富锡金属膏剂擦镀法、锡

石还原法等多种工艺方法[1]。镀锡铜器表面

有银白色光泽，并具备一定耐腐蚀性。学界

对于中国古代镀锡铜器的科学研究，始于对

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铜斧的分析[2]。此

后相继在四川峨眉、宁夏固原与内蒙古毛庆

沟、甘肃灵台等地[3]也确认了镀锡铜器的存

在，这些镀锡铜器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期至

西汉时期。孙淑云等根据镀锡器物类型、镀

锡层组织结构与厚度等方面的异同，将我国

春秋至西汉初期的镀锡铜器分为北方青铜文

化区、古代巴蜀地区与古滇地区等三大区，

并阐述了各区域铜器镀锡技术的基本特征及

其相互关系[4]。

从考古发现来看，除云南中部以昆明为

中心的“古滇地区”之外，在滇西高原、滇

东高原、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均出土不同

类型的镀锡铜器，其分布范围与《史记》等

文献所记战国秦汉时期“巴蜀西南外蛮夷”

的活动地域大致重合，故本文将此区域称为

“西南夷地区”。这一区域内镀锡铜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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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前多以冶金科技手段确认此类器

物的存在，关于其分布、年代、族属

等方面的问题涉及不多。此外，以往

研究者多认为西南夷地区的铜器镀锡

技术由北方地区传来[5]，巴蜀文化镀

锡技术对西南夷地区的影响却被忽视

了。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全面搜集相

关材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

讨论。

一、西南夷地区镀锡铜器的
发现概况

西南夷地区出土表面呈银白色光

泽的铜器数量很多，但导致此类铜器

表面呈色的因素甚为复杂，如青铜合

金中含有高锡或一定比例的砷、青铜

铸造反偏析、在铜器表面施加鎏银等

装饰工艺[6]。为此要判断是否为镀锡

铜器，不能仅根据目测或文字描述，

还必须结合科技检测分析的结果。

目前经冶金科技分析确认的62件镀锡

铜器，集中分布于滇中高原的滇池地

区，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滇东高

原与滇西高原有少量发现（图一）。

滇池地区的镀锡铜器多出土于晋宁石

寨山[7]、江川李家山[8]等大型墓地，通常出

自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的高等级墓葬，如

石寨山M1、M6、M12、M71，李家山M21、

M24、M47、M51、M68、M69、M85等。高

等级的大型墓中往往出土多件镀锡铜器，如

李家山M68，经金相分析确认的镀锡铜器有

12件。滇池周边的小型墓地，如呈贡石碑

村、江川竹园山也有镀锡铜器的发现，但均

出自小型墓葬，且数量很少[9]。不同墓地出

土镀锡铜器的类型略有差异，其中石寨山

墓地有执伞俑（图二，1）、剑及剑鞘（图

二，2）、矛（图二，3）、斧、锄（图二，

4）、扣饰等，李家山墓地有立牛贮贝器

（图三，1）、剑、矛（图三，3）、戈（图

三，4）、斧（图三，2）、臂甲、手镯、扣

饰、圆形饰片等。呈贡石碑村与江川竹园山

墓地仅见剑、剑鞘。

川西高原的镀锡铜器目前仅发现于岷江

上游的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10]。铜剑M1∶4

为柳叶形扁茎无格剑（图四，2），剑身残

存成片的银白色镀锡层。出土时置于第3层

头箱中，以黄色薄绢包裹21层。茂县牟托一

号墓是川西高原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随葬

品最为丰富的大型墓葬。

川西南山地的镀锡铜器见于宝兴、石

棉、盐源等地，以剑、矛、戈等兵器为主。

宝兴汉塔山土坑积石墓地出土的镀锡铜器绝

大多数为柳叶形剑、双弓形耳矛、虎纹戈等

巴蜀式兵器，具有本地特点的铜器仅有1件

图一 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地区镀锡铜器分布及传播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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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格剑，通体镀锡，剑面光洁晶亮[11]（图

四，1）。石棉永和墓地出土1件柳叶形剑，

剑身镀银白色虎斑锡纹[12]。盐源的镀锡铜器

均为征集品，

其中蛇首无格

剑C∶549为蛇

首形 茎，布 满

长条形和三角

形镂 孔，宽 剑

身，有 银 白色

金 属 光 泽 [ 1 3 ]

（图四，3）；

九节鱼纹鸡首

杖 C∶9，由九

节圆管组成，

杖首顶端的圆

盘上站立一巨

喙 雄 鸡，杖身

布满阴刻的小

鱼 纹，器表 残

留银白色镀锡

层 [14]（图四，

4）。

滇东高原

的发现集中于

曲 靖 八 塔 台

和 潇 湘 平 坡

墓地。八塔台

M59∶1为圆柱

状茎无格剑，

茎部上端有细

长 镂 孔，下端

饰 蹲 踞 式 人

形图案[15 ]（图

五，1）。M 5 9

仅出土此件铜

剑，与其他墓

葬没有明显的

等级差异。平

坡墓地M181∶13为一组马饰，出土时表面

锈蚀严重，镀锡已经脱落，但经扫描电镜观

察形貌后确认镀锡层的存在，且与铜质基

1 2 3 4

图三 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镀锡铜器
1.立牛贮贝器（M47∶23） 2.斧（M51∶328） 3.矛（M51∶283） 4.戈（M51∶313）

1 2 3 4

图四 川西高原与川西南山地镀锡铜器
1.三叉格剑（汉塔山M44∶2） 2.柳叶形剑（牟托M1∶4） 3.蛇首无格剑（盐源C∶549） 4.九

节鱼纹鸡首杖（盐源C∶9）

1 2 3 4

图二 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镀锡铜器
1.执伞俑的伞盖（M71∶154-2-2） 2.剑及剑鞘（M71∶46①、②） 3.矛（M71∶195⑧） 4.锄

（M71∶208①）

200 



· 81（总       ）·

曾宇等：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镀锡铜器及相关问题

体存在明显分界。平坡墓地共发掘青铜时

代墓葬198座，没有随葬品或仅随葬陶器的

墓葬144座。M181为平坡墓地出土器物最多

的墓葬，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等共21

件（套）[16]，墓主应是该族群中社会地位较

高者。

滇西高原的镀锡铜器集中出土于祥云

地区，洱源及楚雄也有发现。祥云红土坡石

棺葬墓地有4座墓出土镀锡铜器。M14与M56

出土的曲刃矛，骹口均呈“V”形，矛叶有

宽窄之别，骹上装饰涡纹或折线纹（图五，

2、3）。M42与M62出土的柳叶形铜矛形态

相同，均长骹，中脊隆起，骹为素面或装饰

涡纹（图五，4、5）。M14∶136-1单耳铜

斧銎部一侧有半环耳，銎口呈“V”形，弧

形刃，刃角外撇（图五，6）。M14是红土

坡墓地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出土器物共

501件，除1件陶器外均为铜器。墓主生前应

有一定社会地位[17]。洱源北山墓地出土有镀

锡铜器2件。MF∶1为短銎圆刃的烟荷包形

钺，局部锈蚀，未锈部位为亮白色（图五，

7）。ME∶7为铜镯，形制不明，表面呈白

色，较亮[18]。楚

雄征集的1件镀

锡铜戈为三角援

无胡直内式，内

上有长条形穿，

援 本 部 纹 饰 模

糊，出土地点不

详[19]。

根据发现情

况可知，滇池区

域 是 镀 锡 铜 器

的核心分布区，

川西南山地至滇

西高原一带为一

般分布区，川西

高原、滇东高原

仅偶有发现。镀

锡铜器大多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当中，往往一墓

出土多件，部分小型墓葬也随葬少量这类特

殊器物。盐源等地的征集品，尽管出土背景

不详，但从当地青铜文化的面貌来看，应与

之有关。器表有镀锡装饰的铜器以剑、戈、

矛、钺、剑鞘、臂甲等兵器为主，礼仪性

铜器有鼓、贮贝器、执伞跪俑、杖、竿头饰

等，生产工具有锄、铲，装饰品有手镯、扣

饰、圆形牌饰等。

二、西南夷地区镀锡铜器的
年代与族属

由于镀锡铜器具有银白色光泽，且主要

出自墓葬，故有研究认为运用这种表面装饰

工艺的目的并非实用，而是为了使被装饰的

器物具有礼仪用器的性质，起到彰显墓主身

份的作用[20]。换言之，镀锡铜器是在丧葬仪

轨中使用的，施加镀锡工艺的时间应与埋入

墓中的时间相去不远。因此，西南夷地区镀

锡铜器的年代，可根据相关墓葬的年代大致

推定。

滇池地区的镀锡铜器多出自大、中型

1 2 3 4 5

7

6

图五 滇东高原与滇西高原出土镀锡铜器
1.剑（八塔台M59∶1） 2、3.曲刃矛（红土坡M14∶97-1、M56出土） 4、5.柳叶形矛（红

土坡M42∶21、M62出土） 6.单耳斧（红土坡M14∶136-1） 7.钺（北山M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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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由于这些墓葬往往出土印章、钱币、铜

镜以及具有中原风格的铜容器，因而学界对

其年代的认识争议不大。通常认为，石寨山

墓地出土镀锡铜器的M1、M6、M12、M71等

墓，属其第二次发掘报告所定的第Ⅱ、Ⅲ类

墓，年代在西汉中期前后[21]。李家山墓地出

土镀锡铜器的墓葬M21、M24是第一次发掘

报告中所定的第Ⅰ类墓，年代在武帝以前的

西汉早期[22]。第二次发掘的M47、M51、M68

和M69、M85，分别属于发掘报告所定的第

二、三期墓葬，年代在武帝置益州郡后的

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23]。呈贡石碑村、江川

竹园山等小型墓地所出的镀锡铜器，虽无法

确认具体出土单位，但墓地的主体年代也都

在西汉中晚期。上述墓地是已确认的滇文化

遗存，本区域的镀锡铜器也应主要是滇人所

遗留。

川西高原出土镀锡铜剑的茂县牟托一

号石棺墓，发掘简报将其年代定在战国中、

晚期之际[24]。由于该墓的随葬品构成异常复

杂，包含巴蜀、中原、楚、北方草原及本

地等多种文化因素，学界对其埋藏年代有许

多不同的认识，主要有春秋晚期至战国早

期、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战国晚期、战国

晚期至西汉前期等观点[25]。从该墓的随葬器

物分析，铜甬钟、镈钟及部分兵器的铸造年

代可早至春秋时期，但陶器中的簋、暗旋涡

纹乳丁罐、小杯、小罐等具有战国晚期的特

征[26]。因此，其埋葬年代应在战国晚期。因

该墓葬文化因素的多元，研究者对于其族属

的认识也不同。发掘简报执笔者、高大伦等

认为该墓属蜀人墓葬[27]，但经霍巍、李先登

和杨英、宋治民等学者的研究，墓主的族属

为冉駹夷已无疑问[28]。

川西南山地的宝兴汉塔山墓地、石棉

永和墓地的年代均被发掘者推定在战国中晚

期[29]，从其中出土的大量巴蜀式铜器、陶器

来看，其说可信。关于其族属，一般认为与

徙人有关[30]。盐源盆地所征集的2件镀锡铜

器，学界已有详尽研究。蛇首无格铜剑属于

盐源青铜文化铜器中的D组遗存，系自滇文

化流入的“舶来品”，年代在西汉时期[31]。

赵德云将九节铜杖上的鸡形竿头饰划分为

乙类，年代在西汉时期，上限可至战国时

期，属于盐源青铜文化的遗物，其族属为筰

人[32]。

滇东高原出土镀锡铜器的墓葬中，平坡

M181属发掘报告所定的第四期墓葬，年代

在西汉晚期[33]。考虑到该墓出土铜柄铁剑、

矛、戈、环首刀等铁器，无论是从铁器类型

的丰富程度还是从数量、形制上看，均是年

代较晚的特点，本文同意这一观点。八塔

台M59属发掘报告所定的第四期墓葬，年代

相当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以

后至王莽时期[34]。对于以八塔台、平坡墓地

为代表的曲靖盆地青铜文化的族属问题，目

前有不同认识，主要观点包括离散的滇人、

与滇“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之属、夜郎

人等[35]。这实际上是滇东高原青铜文化的属

性问题。就墓地形式而言，八塔台与平坡墓

地均为长期使用过程中反复堆土并逐层累叠

埋葬形成的高大熟土堆，葬俗与滇池地区迥

异。葬俗是具有群体标识且不易改变的文化

特征，因此尽管从部分随葬品来看，本地文

化可能与滇文化存在密切关联，但两者应不

属于同一族群。综合考虑，与滇人“同姓相

扶”的劳浸、靡莫之属是最有可能的。

滇西高原的祥云红土坡墓地共有4座墓

葬出土镀锡铜器。其中M14出土人肢骨、木

头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为公元前400～129

年[36]、公元前460～230年[37]。在西南夷考古

工作中，采用木质标本测定的年代偏老，

已经为国内外学者所反复论证[38]，为稳妥起

见，我们选取两组数据的年代下限作为参

考，即战国末期至西汉中期。从红土坡墓

地周边的大波那、检村等墓地出土器物来

看，这一年代判定也大致不误。除M14外，

M42、M56、M62的墓葬资料尚未发表，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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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年代进行细致讨论。但从已发表的镀锡

铜器的形制分析，其年代也在战国末期至西

汉之间。关于其族属，一般认为系《史记》

记载的昆明[39]。

总之，西南夷地区出土或征集的镀锡

铜器时代相近，大致在战国中晚期至东汉早

期。川西南山地、川西高原开始出现镀锡铜

器的年代较早，在战国中晚期；滇西高原出

土者年代稍晚，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时期；滇

池区域、滇东高原所出者主体年代最晚，在

西汉时期。从族群方面看，徙、冉駹、筰和

昆明是西南诸夷中较早制作和随葬镀锡铜器

的族群，但滇人才是较为普遍地使用这类器

物的主体族群，与之“同姓相扶”的靡莫、

劳浸等族群也有使用，但数量极为有限，可

能是在与滇的接触中所得。

三、西南夷铜器镀锡技术的
来源与传播路线

西南夷地区的铜器镀锡技术出现于战

国中晚期，兴盛于西汉时期，至东汉早期消

亡。从出现伊始，即是一种成熟的技术，且

本地尚未发现更早的源头，其来源应从其他

区域探求。从中国出土镀锡铜器的时空分布

来看，与西南夷地区相邻而时代更早的有巴

蜀地区和北方地区[40]。

以陕西、甘肃、宁夏及内蒙古为中心

的北方地区镀锡铜器，主要流行于西周早期

至战国晚期，多为青铜饰件、车马器等，形

制上地域特色明显[41]。李晓岑、崔剑锋、孙

淑云等都曾推测，西南夷地区的铜器镀锡技

术来源于北方地区，但并未就传播路线、中

介人群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42]。近来有学者

提出，盐源盆地和祥云地区是北方的镀锡工

艺传入滇池地区的重要中间环节[43]。这有一

定道理，但需要注意的是，川西南山地和滇

西高原与北方地区之间存在不可忽略的空间

距离，且两地区发现的镀锡铜器多为蛇首无

格剑、“V”形骹口曲刃矛、九节鱼纹鸡首杖

等极具本地特色的兵器与礼仪用器，与北方

地区镀锡铜器多饰件、车马器的特征并不一

致。因此，北方地区铜器镀锡技术向西南夷

地区传播的方式、途径及其本土化历程，还

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镀锡铜器的分布及邻近地区的考古

发现来看，镀锡技术很可能主要自以成都平

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经由川西南山地向西南

夷地区传播。巴蜀铜器中的镀锡装饰，在

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引起学界注意，但由于

冶金实验分析的不足，学者对其制作工艺

不甚了解，多以“虎纹斑”“半圆斑纹”“银

斑”命名[44]。直到近年，曾中懋、姚智辉

等学者对巴蜀铜器表面装饰进行全面科学

分析以后[45]，学界才逐渐认识到过去所称的

“镀银”“鎏银”实际为热镀锡工艺，而鎏

银工艺在西南地区出现的年代要晚至东汉时

期[46]。

巴蜀地区的铜器镀锡技术在彭县竹瓦

街西周时期窖藏即已出现[47]，春秋晚期发展

出两种不同的热镀锡工艺方法，并主要应用

于剑、戈、矛、钺等兵器上。其一为通体镀

锡。如成都金沙遗址“黄河”地点M587∶4

柳叶形剑，剑身两面镀锡（图六，1），年

代为春秋中期偏晚至战国早期[48]；成都双元

村M84∶6双弓形耳铜矛，通体镀锡，局部

锡层剥落（图六，4），年代为战国早、中

期之交[49]；彭州致和乡红瓦村铜器窖藏所出

T251双弓形耳铜矛，骹部饰蝉纹，通体镀

锡，因保存于饱水环境中，出土时呈银白色

（图六，5），年代为战国中晚期[50]。其二

为斑纹镀锡。如成都双元村M180∶16三角援

铜戈，援身镀半圆形锡斑纹（图六，6），

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51]；什邡城关M69∶11

柳叶形剑，两从镀鳞甲状锡斑纹（图六，

2），年代在战国早期偏晚[52]。

战国中期，随着巴蜀文化向川西南山

地的发展，镀锡铜器在荥经、峨眉等地颇为

流行。如荥经南罗坝M1∶43柳叶形剑，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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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遍布虎斑纹与半圆形锡斑，年代为战国

中期[53]。1985年荥经同心村清理的26座墓葬

中，M21-A∶27虎纹戈、M19∶18双弓形耳

短骹矛、M9∶9柳叶形剑等，均残留银白色

镀锡痕迹，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54]。荥经

一带为古蜀国边陲重镇，是成都通向四川西

南部、云南的交通孔道。从战国秦汉时期川

西南山地的族群分布情况来看，荥经已经深

入到西南夷地区之中，南罗坝、同心村等蜀

文化墓地出土的陶双耳罐、陶平底罐、尖顶

铜泡、宽边铜镯等西南夷系统的器物，以及

荥经烈太M1等土著族群墓葬中出土的巴蜀图

语印章、环首刀等铜器，充分说明了蜀人与

周边族群之间的密切往来。

受荥经一带蜀人的影响，周边的宝兴、

石棉、盐源等地的土著族群墓葬中也开始随

葬镀锡铜器，如石棉永和M1∶1柳叶形剑，

剑身镀虎斑锡纹，年代为战国晚期，是典型

的巴蜀式剑，应得自蜀人。部分土著族群在

与蜀人的交往中，逐渐掌握了镀锡工艺并运

用于本地铜器的装饰，如宝兴汉塔山土坑积

石墓地出土的镀锡铜器中，除大量巴蜀式柳

叶形剑、双弓形耳矛、直内有胡戈外，还有

极具本地特点的三叉格铜剑，显然是本地工

匠制作的[55]。

稍晚，在地理

位置更偏西南

的 盐 源 、 洱

源、祥云等地

的地方性铜器

中相继出现表

面镀锡装饰，

如三叉格剑、

曲刃矛、竿头

饰、杖等，年

代为战国末期

至西汉时期，

无疑是受其北

部荥经、宝兴

等地影响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镀锡铜器及其制作技艺

从成都平原经青衣江、大渡河至云南大理附

近的传播路线，恰与汉武帝时期正式开通的

西夷道相吻合[56]。这一方面说明，战国中晚期

以来，蜀人与其西南边徼外的徙、筰等土著

族群的文化交往已形成相对固定的路线，为

西夷官道的开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说

明，学者所言盐源、祥云等地的镀锡技术源

自北方地区的观点还缺乏坚实依据，这两地

的铜器镀锡技术应源自巴蜀地区。

川西高原出土镀锡铜器的情况有所不

同。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的文化面貌复杂，

以中原、北方草原、巴蜀及本地石棺葬等四

个文化系统的器物为主，埋葬年代在战国

晚期。牟托M1∶4镀锡柳叶形剑，属典型的

巴蜀式铜剑，剑茎二圆穿在同一条线上，剑

身本部与剑茎呈弧线相交，中脊所饰浅浮

雕长喙鸟纹[57]（图六，3）与彭县竹瓦街西

周窖藏出土19号、5号直内无胡戈上的长喙

鸟纹[58]（图六，7、8）相似。这些特征均说

明其铸造年代远早于埋藏年代，上限或可至

春秋时期。有学者认为，茂县牟托一号墓中

的铜容器、乐器及巴蜀式兵器，来自岷江下

1 2 3 4
5

8

7

6

图六 巴蜀地区镀锡铜器及相关器物
1～3.柳叶形剑（“黄河”地点M587∶4、什邡城关M69∶11、牟托M1∶4） 4、5.双弓形耳矛
（双元村M84∶6、彭州红瓦村窖藏T251） 6.三角援戈（双元村M180∶16） 7、8.直内无胡戈

（竹瓦街窖藏19号、5号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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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方向的成都平原附近[59]。这一看法富有见

地。冉駹夷距蜀较近，与蜀地往来密切，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冉駹夷“土气

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

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60]。文献

所记虽为汉代的情形，想必这种受自然环境

影响而形成的季节性迁徙与往来活动在汉代

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牟托一号石棺墓出

土的镀锡柳叶形剑应是在成都平原铸造后输

入的。

综上，西南夷地区出现镀锡铜器的年代

与巴蜀镀锡铜器向川西南山地扩散的年代相

衔接，在战国中期偏晚阶段。源自成都平原

的镀锡工艺，以川西南山地的蜀人为中介，

向其周边宝兴、石棉、盐源境内的徙、筰等

土著族群传播，进而向南影响至祥云、滇池

等地。西南夷内部不同族群使用的镀锡铜器

来源存在差异，川西高原冉駹夷墓葬中出土

的镀锡柳叶形剑，是从成都平原输入的，目

前尚未见本地化的镀锡铜器；川西南山地的

土著族群既使用自蜀地输入的镀锡铜器，同

时也掌握了镀锡工艺，并运用于地方性铜器

的装饰。云南境内的滇、昆明等族群的镀锡

铜器绝大多数为本地制作。

四、余  论

目前，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地区已经发表

科学分析数据的镀锡铜器接近70件，据此可

对两个区域在铜器镀锡技术上的若干共性进

行归纳。第一，镀锡铜器基体的合金类型有

铜锡合金、铜锡铅合金两种，以铜锡合金为

主。第二，镀锡铜器基体多为铸造成形，部

分铜器在镀锡前经过打磨等冷加工处理。第

三，锡层与基体之间存在明显分界，界面多

见铜锡金属间化合物。第四，锡层均为铸态

组织，成分为高锡的铜锡合金，而非纯锡。

可见，巴蜀地区与西南夷地区的镀锡技术关

系密切，两地的镀锡铜器均属于热镀锡技术

传统的产物。

需要指出的是，西南夷族群掌握镀锡

技术以后，也发展出一些新的工艺特点。如

红铜器镀锡、镀层极薄且厚度集中于1～5微

米、镀后不经高温条件下的退火等。同时，

镀锡技术的装饰对象也由承接巴蜀传统而

来的剑、戈、矛等兵器，扩展到铜鼓、贮贝

器、竿头饰、扣饰等不见于巴蜀的铜器。

这说明外来技术传入西南夷地区后，本地工

匠并非全盘照搬，而是根据自身的生产条件

和文化需求进行改造，由此形成了新的地域

性镀锡技术风格。西南夷“接触—吸收—同

化”铜器镀锡技术的历程，深刻反映出古代

金属技术传播的复杂性。

早在商周时期，经由岷江、青衣江、大

渡河等天然通道，成都平原与川西南地区已

经建立密切的文化交往[61]。战国秦汉时期以

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巴蜀文化，作为西南地区

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域文化，对西南夷地区的

深远影响在文献[62]和实物遗存[63]两方面都有

反映。本文提出巴蜀地区是西南夷铜器镀锡

技术的直接来源，是尝试从金属技术的角度

推动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入。正如白云翔所

指出的，西南夷地区在先秦两汉时期同巴蜀

地区的联系、经由巴蜀同中原地区的联系，

应是西南夷考古的重要着眼点之一[64]。巴蜀

文化向其西南地区辐射和影响的具体表征、

线路、中介人群及内在动因等问题都有待进

一步的关注和探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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